
宋辽金文学与中华文学一体化

胡传志

宋辽金是中华文学由中古向近古发展的特殊时期。北宋统一中原之时，北方已经有了契丹族建立

的辽王朝，占据包括燕云十六州这些汉唐故地在内的大片土地，与北宋王朝相邻相对，长达一百六十

年。后来，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，建立金王朝，成功入主中原，又与南宋相邻相对一百一十年。
宋辽金三代文学，既相对独立，各有一定的个性，又紧密相连，逐渐趋同融合，共同推动了中华文学

的演进和发展。
从理论上来说，宋辽金三代文学与中华文学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。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，整体是

部分的有机结合，但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。怎样有机结合，是能否构成一体的关键所在。处于中原

边缘的辽金文学具有中华文学的因子，具有与中华文学相融合的基因，是宋辽金文学貌离神合、进而

一体化发展的基础。
辽代统治的疆域非常广阔，核心区域远离中原，统治者以契丹族为主，有相当成熟的契丹语言和

文字。辽灭亡六十多年之后，金世宗还说，“契丹文字年远，观其所撰诗，义理深微”( 《金史》卷五

一《选举志》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，第 4 册，第 1141 页) 。辽灭亡百年左右，元好问还见过三百年前

耶律倍用契丹小字所写的诗歌，“意气曾看小字诗”( 《元好问诗编年校注》卷五 《东丹骑射》，中华

书局 2011 年版，第 3 册，第 1101 页) 。耶律倍的七世孙耶律履及其子耶律楚材还懂得契丹语言文字，

可惜辽王朝的契丹语文学作品早已失传。所幸寺公大师的契丹语长诗 《醉义歌》由耶律楚材将之翻译

成汉语，完好地流传后世。该诗汉译本为七言古诗，长达一百二十句，其篇幅超过了杜甫 《北征》，

等同于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，足以见出契丹语言文字能够自如地抒情言志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这首契丹语

诗歌居然化用了孔子、陶渊明、李白、庄子、白居易、梁冀等人相关典实，写到泰山等中原地名，说

明它原本就具有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，体现出与中原传统汉语文学的亲缘关系。契丹语诗歌如此，辽

王朝的那些汉语文学更是先天性地带有中华文化的基因，不可避免地受到此前汉语文学的沾溉，同时

还受到与之相邻的北宋文学忽明忽暗的滋养。譬如辽圣宗喜欢白居易诗歌，既与白居易晚唐以来 “广

大教化主”的崇高地位直接相关，又与北宋早期白体诗风盛行差不多同步，二者声息相通。又如耶律

乙辛等人陷害辽道宗皇后萧观音，将写男女私情的 《十香词》嫁名于北宋某皇后，萧观音轻易上当，

将之书写下来，这说明辽人的《十香词》足以阑入北宋作品之中。
金王朝先后占领部分辽宋国土，在辽宋故土发展新兴的女真文化，基础薄弱。他们创制的女真文

字尚不及契丹文字成熟，更遑论汉字了。金世宗不得不承认: “女直字创制日近，义理未如汉字深

奥。”( 《金史》卷五一《选举志》，第 4 册，第 1141 页) 所以，女真语文学一直没有发展起来。金世

宗自燕京返回上京时，有感于女真父老之情，曾亲自创作女真语歌词，动情演唱女真 “本曲”，试图

以此来加强本民族语言文化建设，后来金显宗、金章宗也努力挽救女真 “本曲”，可惜收效甚微。从

现存金世宗“本曲”以及完颜匡《睿宗功德歌》汉译本看，这些四言诗以歌颂金源祖先功德为主，下

及当代史，风格接近《诗经》雅颂传统，不排除创作者和翻译者受到了 《诗经》传统的影响，即便没

有受到《诗经》传统的辐射，至少也与《诗经》传统同调，能与中华传统文学殊途同归。在女真语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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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起步阶段，女真族就受到汉文化的强大感召，快速汉化。第三位皇帝金熙宗在别人眼中已经 “宛

然一汉家少年子” ( 徐梦莘 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六六引 《金虏节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，

下册，第 1197 页) ，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更是毅然决然地将都城连同皇陵，从东北发祥地的上京

( 今哈尔滨阿城市) 迁到汉族居住区的燕京 ( 今北京) ，汉化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完颜亮、完颜璹等人汉

语文学创作水平骤然提升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价值观也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。完颜亮说 “万古车书尽

会同，江南岂有别疆封” ( 薛瑞兆、郭明志编《全金诗》卷二八《南征至维扬望江左》，南开大学出版

社 1995 年版，第 1 册，第 356 页) ，继承的是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观，在他看来，只有一统天下，才能

获得正统地位。完颜亮还能够跨越对立政权，称赞与他的部队激战而亡的南宋将领姚兴 “一心忠孝为

南朝” ( 祝诚《莲堂诗话》卷上引完颜亮 《哀姚将军》，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) ，如此一来，在价值观层

面，也已经接近中华文化传统。另一贵族完颜璹的诗词，代表了女真族文学的最高成就，在审美标准、
艺术风格等方面，与其他汉族作家几无二致，这些都体现出与中华文学相通相融的大势。

在辽金王朝，以汉语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逐渐超过其本民族的语言文化，获得优势地位，这样就有

了与中原王朝“说一种话，写一种字，据同一的文化，行同一的伦理” ( 傅斯年 《现实政治》，陕西人

民出版社 2012 年版，第 169 页) 的基础，有了文学一体化的前提。那么，以正统自居的宋王朝如何对

待相邻的辽金文学? 是否具有与之相通、进而一体化的气度?

客观地说，宋王朝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焦虑、转变过程。宋王朝不仅没有了唐王朝 “天可汗”那样

的风光与地位，反而周边列强环绕，“一榻之外，皆他人家也” ( 李焘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九 《太

祖》，中华书局 2004 年版，第 1 册，第 205 页) 。因此，宋王朝在与辽金的交往中，不得不放弃万邦来

朝的幻想，不得不放低姿态，在国书中称对方为 “大契丹皇帝” ( 庄绰 《鸡肋编》卷中，中华书局

1983 年版，第 45 页)、“伯大金皇帝” ( 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五八，上册，第 435 页) ，甚至被

迫纳岁币。这一转变推动了宋王朝与辽金王朝的平等交流，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一体化的建设。同时，

从秦汉以来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开放、包容的传统，能够吸纳佛教等外来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，

这一开放特质不会因为政权对立而中断，更不会因为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转移。所以，宋代文化仍然

呈现出开放的态势。北宋与辽王朝外交来往频繁，边界图书贸易活跃，辽国使者入宋后，索要魏野的

《草堂集》，宋真宗能慨允赠与。后来官方以泄露朝廷政治军事等事务为由，曾一度禁止图书交易，效

果却微乎其微。民间契丹歌舞、女真歌舞更是别具特色，风靡南北，从汴京到临安，朝廷未予禁绝。
东丹王耶律倍的绘画，传入中原，也得到了宋人的认可。辽道宗耶律洪基的 《题李俨黄菊赋》入宋

后，广受青睐。侵略者完颜亮固然激起南宋人强烈的民族仇恨，而他的那些充满个性的作品，不但没

有被赶尽杀绝，反而被南宋人带着一半猎奇一半认可的复杂心理记载下来，完颜亮的作品最终主要靠

南宋的记载而传世。对金王朝其他文人，宋王朝更加宽容，如毛麾、赵可、元好问等人的作品都得到

了南宋人的认可。总体来看，来自敌对政权的辽金文学传入宋王朝后，没有遭到刻意歧视和抵制，与

中原传统文学互鉴并存。
既然辽金文学趋同于宋代文学，宋代文学又能呈现出开放的态势，那么宋辽金文学就会形成一体

化的格局。但在一体化的过程中，存在谁为正统这一突出问题。宋王朝占据核心地域，即使后来退居

杭州，仍然当仁不让地以正统自居，但是，形势比人强，宋王朝在与辽、金平等交往的同时，事实上

不得不让渡出一些正统观的话语权。欧阳修在 《正统论》中将正统分为三类: 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

一; 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; 虽不得其正，卒能合天下于一。宋王朝显然属于第二类，正而未统。
而另一方金王朝则积极争夺正统，完颜亮侵略南宋，志在一统江山，夺得华夏正统，如他所说，“天下

一家，然后可以为正统”( 《金史》卷一二九《李通传》，第 8 册，第 2783 页) ，正统似乎是比南北统

一更高的价值追求。后来的金世宗、金章宗没有再通过征战来实现华夏正统理想，但却通过制度建设、
经济建设、文化建设实现了宇内小康的目标，取得了“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”( 《金史》卷一二 《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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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本纪》，第 1 册，第 285—286 页) 的政绩，完成了从边疆民族政权向中原华夏文明的蜕变，使得金

王朝如同宋王朝一样，都是居其正而未能合天下为一。因此，金人也就有了挑战南宋正统地位的资本。
理论上，赵秉文等人继承《春秋》“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( 《赵秉文集》卷一

四《蜀汉正名论》，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，第 333 页) 的思想，为金王朝正统寻得理论依据，

所以他们每每以“中国”“天朝”“皇华”“神州”之类自居，将新兴的北方民族蒙古人视为 “胡虏”，

甚至有人还反过来斥南宋为 “蛮貊”“淮夷”。金王朝固然最终没有取代南宋成为唯一的正统代表者，

但他们凭借实力与南宋平起平坐，跻身于正统之列。元人长时间反复争论《宋史》《辽史》《金史》编

纂义例，最后不得不将三者并列，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宋、辽、金各自正统的地位。金王朝的正统之争，

表面上是针对南宋王朝的诉求，实际上双方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—华夏正统，体现了中华民族由

来已久的大一统的价值观。
与正统观转变相伴的是，宋辽金时期的华夷观也出现了新变。一方面，辽金北方民族统治者自觉

华化，努力消弭华夷界限。辽道宗有 《君臣同志华夷同风》诗，萧观音有 《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》
诗，体现出平等进步的民族观，金熙宗视女真贵族 “无知夷狄”，自觉向华夏靠拢。另一方面，长期

生活在契丹、女真政权下的民众，耳濡目染，受到不同程度的胡化，华夷之防日渐淡化。在下层，普

通大众为了生存，难免如金世宗所说，“辽兵至则从辽，宋人至则从宋，本朝至则从本朝，其俗诡随”
( 《金史》卷八《世宗本纪》，第 1 册，第 184 页) 。在士大夫阶层，他们逐步承认北方民族政权的合法

性。如金代中期的萧贡将金王朝的作家队伍称作 “国朝文派”( 《中州集》卷一 《蔡太常珪》，中华书

局 1959 年版，上册，第 33 页) ，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，元好问又将之称为 “唐宋文派”“中州文派”
( 《中州集》卷二《孙内翰九鼎》，上册，第 75 页) ，并认为得自 “正传”，这就略过了女真王朝的民

族属性，直承华夏正统。金亡之后的郝经更发出惊人之论: “今日能用士，而能行中国之道，则中国之

主也。”( 《郝经集编年校笺》卷三七《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年版，下册，第

991 页) 体现了不辨华夷的中国观。在传统观念看来，此论离经叛道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那时

还有很多南宋士大夫依然恪守君臣大义、华夷之防，宁死也不屈从、不认可蒙古政权。但是，随着蒙

古政权的崛起，一统天下，更多的汉族士大夫不得不接受这种观念，北方人的民族观念动摇了传统的

华夷观。南宋遗民家铉翁认识到形势的巨变，评价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 《中州集》，对其书名 “中州”
以及收录“南冠”诸人的体例大加赞赏，认为“壤地有南北，而人物无南北，道统文脉无南北”( 《中

州集》附录《题中州诗集后》，下册，第 572 页) 。家铉翁将道统、文脉置于南北地域、民族、政权之

上，实际上进一步弱化了华夷界限。这种观念有利于促进多民族文学一体化发展，推进民族平等，维

护民族团结，维护中华文化一体化，进而推动民族间的深度融合，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化。后来的元

明清三代，都是江山一统、文化一体的政权。
在追求正统、弱化华夷之防的背景下，辽金文学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。前云金王

朝的“唐宋文派”，从名称上就体现出与唐宋的渊源。苏轼以及元祐诸人的学术与文学，在北方无所

禁忌，盛行不衰，有学者指出，不仅“苏学盛于北” ( 翁方纲 《石洲诗话》卷五，郭绍虞编选，富寿

荪校点《清诗话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，第 3 册，第 1446 页) ，其时程学亦盛行于北方，

到了金代中后期，宋代的学术文化几乎无处不在。只要翻阅王若虚的 《滹南遗老集》，就能发现，两

宋的理学、史学、文学都为金人广泛关注。王若虚的各种 “辨惑”，看似商榷，实是由爱而生，如柳

宗元好读《国语》而作《非国语》一样。李纯甫的 《鸣道集说》与此类似，针对宋人 《诸儒鸣道集》
的排佛立场而发，反驳周敦颐等宋儒之说，力图维护佛教的地位。其他如元好问受洪迈 《夷坚志》影

响作《续夷坚志》，王若虚受宋人诗话启发而作 《滹南诗话》。不仅汉族士大夫这样，女真族亦是如

此。金代科举设立女真科，科举考题主要来源于“五经三史”，特别是《汉书》，因为《汉书》很早就

被译成女真文字，作为女真国子学的教材。不懂汉语的女真人可以通过女真文字学习接受汉文化，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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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汉语之后，有的女真贵族酷爱汉文化，如贵族完颜璹喜爱 《资治通鉴》，读了三十余遍。中华文化

深入人心，所以尽管天下没有一统，文化上却维系着一统。
当然，在中华文学一体化发展过程中，辽金文学不是简单地向宋代文学靠拢看齐，而是能作出新

的贡献。譬如，长期以来，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汉语文学，地域发展并不均衡。中原、巴蜀、江南等

地区较为发达，华北一带相对薄弱。宋辽金时期，北方文化建设得到加强，宋室南迁后，中原文学中

心遭到破坏，刘子翚说 “南去人稀北去多”( 《全宋诗》卷一九二○ 《汴京纪事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

1998 年版，第 34 册，第 21428 页) ，虽未必很准确，但足以说明大批中原人口北迁，经过数十年的积

累，北方人才越来越多，到了金末，刘祁惊讶地发现: “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，今日合到北方也。”
( 《归潜志》卷一〇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，第 118 页) 尤其是辽金佛教、全真教兴盛，印刷出版业繁

荣，戏剧等通俗文学生机勃勃，涌现出一批文化重镇。华北地区虽然整体实力尚不及东南一带，但别

具特色，大大夯实了北方文学的发展基础，初步实现了南北地域的均衡发展，改写了中华文学的地域

布局。随着蒙古政权将大都确定为首都之后，北方文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，形成了稳定的、足以与

南方相抗衡的北方文学中心。再比如，南北文风差异较大，“江左宫商发越，贵于清绮; 河朔词义贞

刚，重乎气质”( 《隋书》卷七六 《文学传序》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，第 6 册，第 1730 页) ，各有长

短，唐王朝在统一之后，不失时机地取长补短，达到了刚柔兼济、文质彬彬的理想境地。但到了晚唐

五代之际，六朝柔靡之风再次回潮，以温李新声、花间词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文学，可谓儿女情长，风

云气少。北宋时期，文人的心态进一步内敛，柔婉精美的长短句盛行不衰，直到女真人的铁骑打破了

文人们的温柔美梦，才激起部分士人的斗志，但到了南宋临安不久，很多士大夫又迷失在江南秀美风

光之中，如陈人杰《沁园春》词序中所谓“东南妩媚，雌了男儿”( 《全宋词》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，

第 5 册，第 3079 页) 。所幸辛弃疾从济南投奔南宋，给南宋文学注入阳刚之气，力挽南宋文学柔弱不

振的文风。在北方，游牧民族及北方汉人的强悍个性使得辽金文学充满阳刚之气。完颜亮 《鹊桥仙》
( 持杯不饮) 写中秋赏月，遭遇乌云，却写出了“愁眉怒目，星移斗转，懊恼剑锋不快” ( 洪迈 《夷坚

志·夷坚支志景》卷四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，第 2 册，第 909 页) 等金刚怒目般的词句。刘昂《上平

西》 ( 虿锋摇) 为泰和南征助威，写得豪迈飞动，气势非凡; 元好问诗歌 “挟幽并之气”( 《金史》卷

一二六《元好问传》，第 8 册，第 2742 页) ，这些都代表了北方刚健文风。总体而言，宋辽金时期北方

文学刚中有柔，南方文学柔中有刚，在一体化过程中，重塑了刚柔兼备的风格大局。
要之，宋辽金三代文学既多元并存，又具有一体性，特别是在融合北方民族文化方面，影响深远，

为中华文学一体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［作者简介］ 胡传志，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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